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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1960年代臺、日流行歌曲為取徑，本論文試圖去探究孤獨不安、流浪失業、無依無靠
及落魄淪落等社會邊緣人的情感結構，乃是來自什麼原因，在何種時代背景之下，如

何被形構而成。

在比較江戶時代(1603-1867)末期、大正時期(1912-1926)的日本，以及1960年代臺日兩地
所發生的大規模農村人口移動後，本論文發現基於農村人口移動現象之共時性和類似性，
臺灣人雖然在1960年代以大量翻唱日本「望鄉歌謠」的方式來作為描繪自身畫像的養分，
但對臺日雙方而言，這場人口移動的歷史、社會、政治、經濟與族群意義卻明顯不同。特別
是在人口移動發生時，日本政府進行了妥善的配套措施，使離鄉的苦痛、風險、衝擊降低，
但國民黨政府卻任由臺灣農村青年孤單前往都市，自生自滅。

在不同社會氛圍和條件下，臺日「望鄉歌謠」對於帶有社會邊緣人色彩之作品的需求和喜
好，有著明顯不同。為了傾訴自身處境，臺灣人在翻唱「望鄉歌謠」時，便有在地化及擴散
翻唱歌曲對象的必要性。而由於1960年代的臺灣社會和以江戶末期為舞臺的「股旅演歌」
具疊映關係，因此基於臺灣工業化進程的後進性，以及政治環境的困厄，兩種不同時空的
歌曲藉由「同為天涯淪落人」之遭遇為媒介，而有了水乳交融的空間。

1960年代間，臺日同步走向高度經濟成長之路，但戰後歷史在兩者身上刻劃的傷痕卻大不
相同，而「股旅演歌」的翻唱成為突顯戰後臺日歷史傷痕之深淺的反射物。

Abstract

Taking the Taiwanese and Japanese popular songs as the subject of stud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nature of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of the marginalized people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its development in the 1960s’ Taiwan.

After comparing Japan’s late Edo period (1603-1867) and the Taisho period (1912-1926), 
and the rural population movements occurred in both Japan and Taiwan in the 1960s, this 
paper finds that under different social atmospheres and conditions, the preference of the 
homesickness songs (Boukyou Enka) for those social marginal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Japan and Taiwan. In order to present their own situation, Tai-wanese people localized the 
subject when covering the genre of Japanese homesickness songs. It also extended to cover 
the Japanese Wandering Knight-errant tale songs (Mata Tabimono Enka) which often took 
the late Edo period as the historical stage and echoed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Taiwan in the 
1960s. The two types of song genre merged through the stories of the misfortune in reflecting 
the backwardness of Taiwan'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distress of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the 1960s, Taiwan and Japan took a path of high economic growth, but the scars imprinted 
during the postwar era were very different. The Taiwanese covering of the Wandering Knight-
errant tale song became a reflection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histori-cal scars of Japan and 
Taiwan.

關鍵詞：社會邊緣人、農村人口移動、集團就職、情感結構、望鄉歌謠、股旅演歌

Keywords: The social marginals, Rural emigration, Structure of feeling, The homesickness 
song (Boukyou enka), The Wandering Knight-errant tale song (Mata tabimono en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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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 9 6 0年代是臺語流行歌曲的全盛期，在這段期間，臺語流行歌曲建

立了它的精神內涵和特色。這個特色是指在議題描寫人物上出現許多被

遺棄、淪落風塵的舞女、酒女，或為了生活成為行船人、七桃人（𨑨迌

人）、歹命人等的社會邊緣人。在1 9 8 0年代具西洋風的作品開始出現之

前，臺語流行歌曲若抽離了上述兩個要素，幾乎難以成立。

臺語流行歌曲發軔於日治時期的1 9 2 0年代，雖然在資本、錄音、壓

片、編曲和樂手等方面，明顯依附統治者日本（王櫻芬　2012：9）。但在

歌詞、歌曲和演唱方面，臺語流行歌曲則擁有強烈的自主性。具體地說，

日治時期的臺語流行歌曲在歌詞方面以閨怨或強調進步、摩登為主軸。在

昭和經濟恐慌時期，臺語流行歌曲雖也曾出現過類似〈失業兄弟〉這類描

寫失業者心境的作品，但以東洋風的唱腔表達社會邊緣人心境的作品，從

來都不是臺語流行歌曲主軸。

因此，如果以臺語流行歌曲的發展歷史來看，我們現在所認定臺語流

行歌曲的特徵或要素，其實是在1949年國民黨政府來臺後，在工業化過程

中臺語流行歌曲大量翻唱日本流行歌曲時形塑而成的。

據此，本論文透過1950至1960年代的臺語流行歌曲試圖去探討：在產

業轉型過程中，臺灣社會階級如何被重整，產生什麼樣的社會集體經驗？

而這些集體經驗又如何被投射到臺語流行歌曲，成為其主要內涵？在這個

過程中「日本」又扮演著什麼角色？

二、在工業化過程中轉變的歌謠風潮

（一）韓戰爆發所產生的共伴效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共鬥爭的硝煙逐步波及臺灣，二二八事件、動

員戡亂體制、戒嚴令等使這座島嶼充滿鎮壓清鄉的恐怖氛圍。而隨著1949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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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國國民黨敗逃至臺灣，島嶼再度陷入戰備狀況；在外有對岸中國的渡

海威脅，內有國民黨高壓統治，以及因人口急速增加的糧食壓力等，在如

此內外交逼的情況下，使臺灣經濟得以起死回生的，乃是韓戰爆發。

韓戰爆發後，美國所主導的反共圍堵陣線必須加強其東亞防線，因此

臺灣的戰略地位重要性更加提升。美國除了在軍事上協防臺灣，以防「反

共堡壘」赤化外，亦主動提供衣食物資，協助臺灣因局勢演變所增加的經

濟負擔。翌年（1951年）起，美國開始長期對臺灣提供各種經濟援助，直

到1965年6月終止援助為止，15年期間美國總共提供了將近十五億美元的援

助。這對於當時身陷軍事、經濟困境的臺灣而言，無疑是一劑強心針（林

鐘雄　1987：40）。

詳細來看，光是1951至1960年之間，美援金額便占了這段期間臺灣進

口金額的40%，並占同一期間臺灣投資毛額的38%，也占當時臺灣國民生產

毛額的6%。總體來說，美援所提供的物資除了平抑臺灣物價上漲的壓力，

也讓國民黨政府開始有能力針對一些在戰爭時期被破壞，卻又因為技術或

經費問題而無力處理的經建基礎如電力、港口、通訊、道路等，進行修繕

或重建。而美國提供的工業科技移轉，更是1950年代初期臺灣進口替代政

策的重要支柱(ibid.: 40-67)。

美援對於戰後臺灣的「生存」可謂緊要，在其助力之下，1 9 5 3年第

一個四年經濟建設計劃展開。該時工業發展的主要目標，係以供應國內市

場為主，來取代進口、減少外匯支出，重點工業則在紡織、食品加工、水

泥、肥料等。而在經歷1 9 5 3到1 9 6 8年一連串的經濟建設計劃後，臺灣的

若干工業產品已能滿足國內市場需要，並漸有剩餘（文馨瑩　1990：43－

61）。1965年開始營建高雄加工出口區，1969年再設置楠梓、潭子兩個加

工出口區，加工出口工業的發展為臺灣帶來工業高成長。以國內生產淨額

而言，1963年起工業產值比例已超過農業產值比例（見表1）；1968年起，

製造業國內生產總值(GDP)比例也超過農業國內生產總值比例（見表2）。

這意味著臺灣已由農業經濟型態轉變為工業經濟型態。



65

表1、國內各業生產毛額(2008SNA)（當期價格，1951年－1980年）（行政院主計處
　日期不詳）

總    計（生
產面）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農  業 2,0092 2,0356 2,1518 2,6528 2,8317 

工  業 1,8030 2,1316 2,5678 3,0460 3,3500 

表2、國內各業生產毛額(2008SNA)（當期價格，1951年－1980年）（行政院主計處
　日期不詳）

總    計（生
產面）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農  業 3,0173 3,2041 3,4718 3,3267 3,7698 

製造業 2,7980 3,5863 4,4440 5,6953 6,5691 

 

 美援所引發的經濟和工業發展效應，加上日治時期日本所留下的工業基

礎建設，讓臺灣由農業社會快速邁向工商業社會；而這一連串的發展，也誘

使一些農村過剩人力蜂擁前往都市尋覓工作機會。臺灣自1945年光復後，都

市化進展極是快速，以臺北市為例，光復時人口只有27萬人，到1973年底則

增至195萬人，平均每年增加7萬人之譜（范珍輝　1974：10）。 1 

根據人口普查，1965至1970年間，農業就業人數增加24%，工業增加

124%，服務業增加165%（谷蒲孝雄　2003：47）。工業部門的就業人口自

1960年的71萬人逐年增加至1973年的179萬人，平均每年增加7%（林鐘雄

　1987：71）。而1974年，農業勞動者占31%，工業勞動者已占34.4%（臺

灣省勞動力調查研究所　1974：11）。2農、勞人口比例的逆轉顯示了臺灣

產業的轉型，而這些勞工幾乎都是由農村剩餘人力所轉換而成。

在韓戰和美援的刺激下，原本已奄奄一息的臺灣經濟不但快速回復元

氣，並逐漸由進口替代政策轉為外貿導向的經濟，進入所謂高度經濟成長

期。無獨有偶，在韓戰爆發、朝鮮半島局勢變化的影響下，日本也出現大

1 這個增加數的三分之一歸於自然增加，而另三分之二則屬於社會增加。
2 依據「貳、統計表」，農業勞動者比例為30.96%，工業勞動者比例為3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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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如鋼鐵、機械、水泥等相關經濟特需。這些特需所促發的效應使得日本

經濟出現回溫趨勢，且接續而來的神武景氣(1955-1957)、岩戶景氣(1958-

1961)，3更是扭轉局面讓日本經濟快速從廢墟中復興，一躍進入高度經濟成

長期；為此也引發了一波大規模的農村人口移流往都市的現象。

二戰剛結束時，日本有數百萬軍人陸續從外地返回國內。這些青壯世

代在解除動員後必須尋求新的工作，但軍需相關事業已停止運轉，整體的經

濟受戰亂打擊也尚未復甦，導致就業機會不足，許多人都陷入失業狀態。

戰後初期的日本政府為了解決此國內問題，甚至還曾獎勵農村過剩的人口

移民海外發展。事實上在戰爭期間，日本的都市人口大幅減少，農漁山村

則聚集了為躲避戰火而大量遷居的人群。而在1950年代經濟開始回溫，並

且出現空前好景氣的情況下，農村人口則大量被吸引前往都市。自1955年

起，日本的都市人口回復到25年前的規模（加瀨和俊　1997：11－12）。

從韓戰這個轉捩點及時間區段來看，臺、日這兩波人口移動的社會變

遷，實具有共時性、類似性和連動性。而在工業化社會的發展腳步，以及

日本高度經濟成長的共伴效應下，臺語流行歌曲也開啟了翻唱日本流行歌

曲風潮的大門，而作為開啟鑰匙的，便是所謂的「望鄉歌謠」。 4

（二）「共有寫實」的臺、日「望鄉歌謠」

所謂「望鄉歌謠」，指的是1 9 6 0年代日本進入高度經濟成長期後，

農村人口大規模向都市移動，相應於這個社會變遷，當時由三橋美智也

(1930-1996)、春日八郎(1924-1991)等日本歌手所演唱的一些歌曲。在音樂

特徵上，這些歌曲大量將日本民謠的要素、傳統打擊和管樂器音樂節奏，

3 神武景氣、岩戶景氣均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的經濟高度成長現象。前
者發生在1954年12月至1957年6月，其帶動電視機、洗衣機、冰箱等耐久性消費
財的熱潮。後者則出現在1958年7月至1961年12月，在這段期間汽車、鋼鐵取代
紡織品成為日本主要的出口物資。

4 這類歌曲在日本並沒有固定統一的稱謂。陳培豐(2008: 79-133)曾使用「都市民
謠演歌」，而也有人以「望鄉歌謠」稱之。而近年來日本的使用習慣大都傾向
「望鄉歌謠」，因此順遂其稱謂及本文主題脈絡，在這篇論文中筆者以「望鄉
歌謠」來定義這些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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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穿插的口白（「お囃子詞」［h a-y a-s h i-k o-t o-b a］）等融入作品；歌

詞則主要描述在高度經濟成長下，離鄉背井到都市工作的日本年輕人之鄉

愁，以及對於故鄉、父母、情人的思念等，同時也刻劃了這些離鄉青年於

都市生活的處境、遭遇、希望與挫折，例如故鄉愛人的移情別戀。其代表

歌曲有：〈分離的一棵杉樹〉（〈別れの一本の杉〉）、〈小愛要出嫁〉

（〈愛ちゃんはお嫁に〉）、〈哀愁的列車〉（〈哀愁列車〉）、〈從蘋

果村來〉（〈りんご村から〉）、〈紅色夕陽的故鄉〉（〈赤い夕日の故

鄉〉）等（矢沢保、島田芳文　1970：99、144；藤井淑禎　1997）。這些

「望鄉歌謠」極為貼合1960年代日本的社會狀態，甚至帶有「私小說」，

也就是寫實主義的況味。

同一時期的臺灣農村也出現人口外移現象，許多農村年輕人為了維

生，必須忍受離鄉背井的寂寞前往都市就業。在這種社會變遷的類同基礎

上，臺灣人往往只要經過語言的置換手續，便能借用日本「望鄉歌謠」的內

容、情境，來表達自己離鄉的社會際遇，從而將這些歌曲「據為己有」。

舉例來說，〈苦手なんだよ〉（曲：林伊佐緒［1912－1995］，詞：

矢野亮［1910－1986］，演唱：春日八郎，1957年）這首「望鄉歌謠」，

歌詞原本是描寫一位流浪在都市的賣唱者，在破落小巷的酒家中，因為被

客人點唱到自己故鄉的歌謠，觸景生情而落淚，而見到此難堪場景，客人

居然也一面唱和一面低泣。原來這位在他鄉偶遇的客人，與賣唱者既是同

鄉，也同是來到都市討生活之人。這首敘事性強烈的「望鄉歌謠」，其臺

灣版雖然改名為〈人客的要求〉（詞：莊啟勝［1927－2004］，演唱：文

夏，1959年），但翻唱曲的歌詞內容與〈苦手なんだよ〉幾乎絲毫不差。

其實這種「共有社會寫實」的翻唱方式，在當時的臺語流行歌曲中極

為普遍。例如〈媽媽請你也保重〉（詞：愁人，演唱：文夏，1958年）的

原曲名為〈俺らは東京へ來たけれど〉（曲：野崎真一［1931－2014］，

詞：小島高志，演唱：藤島桓夫［1927－1994］，1957年），強調的便是

在都市工作的孤獨青年之鄉愁，以及對於母親的擔憂。〈黃昏的故鄉〉的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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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曲〈赤い夕日の故鄉〉則描述生活落魄的離鄉者，對於遠方母親、愛人

的思念。這些原本在日本被以寫實、敘事手法完成的「望鄉歌謠」，在被

「如實」翻唱後依然得以貼近臺灣人的切身體驗，成為一首首有血有肉、

足以觸動人心的社會寫實歌曲。

對於在戒嚴令下言論被抑制的臺灣人來說，「望鄉歌謠」中所蘊含

的悲傷、苦難、無奈等情緒，是當時民眾得以抒發內心感受的少數管道之

一。然而臺、日雙方的風俗習慣、氣候地景，以及高度經濟發展在兩地所

劃下的刻痕，畢竟不完全相同。因此為了要闡述屬於自己的心情和遭遇，

臺灣版的「望鄉歌謠」便無法一字不改地抄襲日本原曲，而必須經過一些

在地化的手續，才能描繪出與臺灣人等身大的畫像。

事實上，臺灣版的「望鄉歌謠」和原詞之間，經常存有微妙的差

異。若我們仔細去比較〈田庄兄哥〉、〈媽媽請你也保重〉、〈黃昏的故

鄉〉，這三首1960年代臺灣最具代表性的「望鄉歌謠」，將會發現這些作

品在翻唱中，其實都有經過在地化的程序。

〈田庄兄哥〉（詞：葉俊麟［1 9 2 1－1 9 9 8］，演唱：黃西田，1 9 6 4

年）的原曲是在日本發行的〈イヤサカサッサ〉（曲：遠藤実［1 9 3 2－

2008］，詞：原川ときわ，演唱：北原謙二［1939－2005］，1963年）。

這首融入日本東北民謠〈弥栄音頭〉（〈イヤサカ音頭〉）要素的歌曲，描

寫一位活潑的鄉下少女，厭倦了農村生活而拋棄家鄉愛人，乘著火車搖搖

晃晃，來到滿載憧憬的都市之興奮情景。對於這首歌曲，譯詞者葉俊麟保

留了原曲中乘坐火車時搖搖晃晃的情趣要素，卻更動了主角的性別—將

主動拋棄家鄉和愛人的女性，變成一位為了生活被迫離開愛人和家人，前

往臺北打拼的鄉下純情男性。

相對於〈イヤサカサッサ〉中洋溢著少女天真無知的優越感，〈田庄兄

哥〉則利用每段歌詞中不斷出現的「趁著機會、趁著機會」這句話，來傳

達離鄉青年懷抱追求光明未來的期待，以及內心難掩的焦慮和不安。而穿

插在原曲中〈弥栄音頭〉的口白，則被非常巧妙地改為火車經過臺南、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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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路前往臺北時，各地月臺上販售便當零食的小販叫賣聲。

〈媽媽請你也保重〉的原曲名為〈俺らは東京へ來たけれど〉，強調的

是在都市工作的孤獨青年之鄉愁，以及對於母親的擔憂。在變成〈媽媽請

你也保重〉後，原本歌詞中的「東京」則被置換為「省都」—臺北，以

符合戰後臺灣的社會情境。

〈黃昏的故鄉〉（詞：愁人，演唱：文夏，1 9 5 9年）的原曲〈赤い

夕日の故鄉〉（曲：中野忠晴［1 9 0 9－1 9 7 0］，詞：橫井弘［1 9 2 6－

2015］，演唱：三橋美智也，1958年），原本是在描述過著流浪生活的離

鄉者對於母親、愛人的思念。譯詞者文夏把當中「落魄的流浪生活」（うら

ぶれの旅をする）這部分的歌詞改成「叫我這個苦命的身軀」後，則突顯

出迫不得已離鄉的悲劇成分。而第二段原本存在的「在故鄉的小麥田」歌

詞，譯詞中則刪除小麥田，以符合臺灣不生產小麥的風土現狀。5 

臺灣的譯詞家們將上述三首作品「改寫成自己的東西」後，不僅風靡

了當時全臺，即使在經過半世紀後的今天，其依然流傳於臺灣社會，且被

認為是如實描寫高度經濟成長期下「臺灣經驗」的傑作，甚至呼喚起許多

當時離鄉者的共同記憶。6 

（三）〈拜託月娘找頭路〉所突顯的問題

臺灣版的「望鄉歌謠」具有強烈寫實報導的意圖，也因此並不是所有

的翻唱都能以類似前述〈苦手なんだよ〉和〈人客的要求〉間，那樣幾乎

零誤差的譯詞方式來處理。而且若仔細觀察便能發現，無論翻唱的手法為

何，「望鄉歌謠」在經過在地化程序後，皆不約而同會出現一些原曲所不

5 有關這部分可進一步參考陳培豐(2008: 79-133)。
6 在此必須說明，1950到197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唱片，幾乎都不會標註出版發行
時間。因此，我們很難掌握本論文中一些歌曲精準的發行時間。然而本論文中
的「望鄉歌謠」基本上都翻唱自日本，因此只要參照原曲發行時間，便可先確
認臺灣版最早出現的可能時間。而在大概的發行時間確定後，再綜合其他如歌
詞內容、當時的藝能資訊、同系列電影的上映時間等線索，便可在一定誤差範
圍內去研判這些唱片的發行時間。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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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情節特徵：

1. 歌曲中的主角經常一個人，或與幾個親友鄰居共同離鄉。

2. 在都市中孤獨無助、無人可依。

3. 懷抱強烈的不安，擔憂找不到工作。

4. 為了逃脫出貧窮的困境，他們都願意忍耐，並拼命努力。

上述幾點特徵在日本的原曲中都相當少見，卻幾乎是臺灣版「望鄉歌謠」

的必備情節及在地化譯詞時的重點。其中〈拜託月娘找頭路〉這首歌曲，

可謂總合上述特徵的代表性例子。

〈拜託月娘找頭路〉的原曲是「こまどり姐妹」此二人組團體，於

1963年時所演唱的〈りんごっ子三味線〉（曲：遠藤実，詞：石本美由紀

［1924－2009］）。〈りんごっ子三味線〉敘述由東北鄉下到東京的小女

生，其深沉的思鄉與懷母之情。而原曲在臺灣則由文鶯所翻唱，成為〈拜

託月娘找頭路〉。〈拜託月娘找頭路〉的歌詞雖然同樣描寫由鄉下來到臺

北的女生，其思鄉與懷母之情，但比較臺、日的版本後，不難發現翻唱曲

遠比原曲要複雜悲傷許多。

具體的説，雖然日、臺版歌曲中的主角同樣是年輕女性，但不同於

原曲中的主角為身在都市中懷念故鄉的個人，〈拜託月娘找頭路〉的主角

卻是一群具有地緣或血緣關係的同鄉親朋，其正要離鄉前往都市。這群小

女生受貧困環境所迫，不得不離開母親和故鄉到都市找工作。但到了臺北

後卻因為人生地不熟、求職不順利，眼看便要流落街頭，所幸在彷徨無助

之際遇到一位老阿伯，要協助他們找工作。這群小女生以向母親報告的方

式，一方面陳述遭遇，一方面感謝這位好意相助的老阿伯，並誓願要努力

工作以為報答。7 

7 〈拜託月娘找頭路〉的歌詞請參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kcqj9S_
w-w（2019/2/19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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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託月娘找頭路〉的敘事幾乎集前述四點特徵之大全，除了火車、

離鄉、思鄉、懷人這些臺日共通的物件和情節外，經過臺灣脈絡的在地化演

繹之後，〈拜託月娘找頭路〉更強調的是生活貧困、不得已的離別、孤單

無援之心理描寫，以及就職不順恐將流落街頭、淪為社會邊緣人的悲楚。

〈りんごっ子三味線〉與〈拜託月娘找頭路〉之間的差異暗示我們：

臺、日在1960年代雖然同時迎接了這場「類似」的社會變遷，但兩地的社

會環境及條件終究有所不同。為了縫彌原詞與臺灣社會的差異，臺灣的譯

詞者經常必須透過複雜細膩、甚至「脫胎換骨」的方式去改變原詞，以符

合自身實況。

換言之，臺語流行歌曲在翻唱日本「望鄉歌謠」時，具有明顯的自主

性。也因為如此，這些在地化作業使得臺、日兩地所流行的「望鄉歌謠」

名曲變得很不一致。

  著有許多臺灣相關著作的日本作家鈴木明(1925-2003)，曾針對日本民

眾進行過「戰後日本的代表性歌曲」之意見調查（鈴木明　1981：22）。

結果顯示日本人所喜愛或認為具有代表性的「望鄉歌謠」，和臺灣人有很

大的不同。在鈴木明的調査中排名進入百名內的「望鄉歌謠」，如〈別れ

の一本の杉〉、〈愛ちゃんはお嫁に〉、〈哀愁列車〉、〈りんごの村か

ら〉、〈ああ、上野駅〉等歌曲，在臺灣並沒有被翻唱；而在臺灣許多人

耳熟能詳的〈媽媽請你也保重〉、〈田庄兄哥〉、〈孤女的願望〉、〈黃

昏的故鄉〉等，不是在百名之外，就是連提名都沒有(ibid.: 214-226)。

戰後臺灣人雖然大量挪用日本流行歌曲，但並不是一種削足適履、

照單全收的復刻或盜用現象，而是經過一番文化內化的程序。而這個文化

內化的程序意味著，雖然在同一時期面臨高度經濟成長的社會變遷，但是

臺、日農村青年的處境與情緒，以及兩地發生此社會變遷的政治文化背

景，隱藏於背後的社會問題，甚至兩國政府針對此一變遷的因應態度或政

策措施，其實都很不一樣。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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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有重大差異的高度經濟成長—「集體就業」的有無

（一）乘著「集體就業列車」去都市

以韓戰爆發為契機，特需景氣讓日本經濟出現回復的趨勢，接續而來

的神武景氣、岩戶景氣讓日本經濟快速從廢墟中復興，都市開始從農村大

量吸收勞動力。在人才需求持續激增下，戰後初期就業困難的困境瞬間消

逝，1 9 6 0年以降的日本反而出現勞動力不足的現象。隨之，農村的年輕

族群由過剩人口、國家的重擔、被獎勵移民的對象，搖身一變成為「金雞

蛋」而受到重視（加瀨和俊　1997：66）。

在日本一提到高度經濟成長時期，經常會被勾連在一起的詞彙便是

「集體就業的時代」。許多日本人的腦海裡所浮現的畫面和記憶，即是每

年到了三月，一批批由農村到都市就業的中學畢業生（有時也包含高中畢

業的就業者），便會與老師、政府職業介紹機構之負責人一同搭乘特開的

「集體就業列車」，抵達東京的上野車站。此時，車站擠滿了舉著旗幟前

來迎接的人，他們當中大部分是求才方的商店及業者們。而農村來的青少

年步下列車以後，便會被巴士等交通工具載送到這些商店公會所準備的場

地；在舉行集體入社儀式及歡迎會之後，再分別由雇主等接送往各商店、

工廠準備開始工作(ibid.: 146）。

值得一提的是，所謂「集體就業列車」便是為因應這波大規模的人口

移動，由相關縣市規劃、國鐵（日本國有鐵道局）協助特開的臨時列車。

其於車站載運預定前往都市的就業者，沿途不停靠其他車站而直達目的地

(ibid.: 143)。基本上，「集體就業列車」只是日本1950－1960年代「集體就

職」的一個環節，其作用在於讓農村青少年得以一路受到老師、政府及雇

主的保護而抵達工作地點。而「集體就業」的真正意義，並不在交通過程

中的安全、便捷與舒適，乃在於這些農村青少年的工作權（對於雇主來說

則是人才與勞動力）之確保。亦即搭乘「集體就業列車」的青少年，並非

前往都市「找工作」，而是去執行已經被安排好、等待著他們的工作。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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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列車所載運的青少年，在登上故鄉火車站的月臺之前，其工作早已獲

得安排而有所保障。

而在學校方面，它除了提供畢業生資訊外，同時也扮演媒合角色，在

收到職業介紹機構或企業的求才需求後，會由學生當中挑選合適的人選介

紹給對方。在1960年代空前的好景氣下，商家和企業極度缺乏人力，致使

農村青少年供不應求(ibid.: 117-121)。

此外，在就業的媒合作業上，職業介紹機構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當1960年代日本農村的應屆畢業生開始思索未來或決定就職時，學校教師

便會透過職業介紹機構，提供學生前往都市就職的參考資料與情報諮詢。

勞動省婦人少年局於1956年的資料便指出：「每年自中學畢業就業的學生

有70∼80%，高中生則有30∼40%需仰賴公共職業介紹機構的幫忙」。而

除了學校和職業介紹機構外，各地方政府也會積極輔助自家子弟的就職，

例如派遣專員前往都市去爭取或確保一些就業機會，專門提供給自己的縣

民，甚至派員整年常駐都市，以強化就業市場的開拓(ibid.: 111-122)。

日本政府對於這些「金雞蛋」的照料，除了表現在求職階段的積極媒

合之外，也可見於對青少年就職後的關心和照料。農村的青年勞動者離開

父母，在大都市過著孤獨的生活，如何讓他們不誤入歧途，在職場上努力

工作，或者讓他們能有機會再進入夜間學校接受教育等，便是有關單位的

職責所在(ibid.: 201)。除此之外，這些離鄉青年們如果對於雇用工作不適應

時，也可透過職業輔導單位尋找新的工作。換言之，在高度經濟成長期，

日本政府、各級學校都制定有相關政策措施，指導並確保這些在都市的青

年勞動力，能朝向健全的方向發展。 

「集體就業」透過了招募、選拔、運輸、生活照料等配套措施，確保

了農村青少年的就職機會，並緩和離鄉的不安與衝擊，這使得離鄉成為一

種有就職保障的圓夢之旅。因此這時候的「望鄉歌謠」對於日本人而言，

顧名思義是在表達離鄉思鄉之情，其場景往往會是車站、月臺，場面氣氛

經常是喧囂、熱鬧、快樂的。特別是1 9 6 0年代日本的電視正開始普及，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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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農村青年在家鄉車站披著彩帶，乘坐整班被包下來的「集團就職」專

車，浩浩蕩蕩接受親友祝福歡送的熱絡場景，在電視上被大幅報導、不斷

放送。這種將離家出外工作視為盛事來處理的鏡頭概念，一定程度淡化

了青少年們離鄉的不安愁緒，甚至使離鄉成為光榮、值得欣羨的逐夢之旅

（見田宗介　1967）。8 

（二）自行前往都市卻失業的臺灣

相對於日本的情況，1950－1960年代的臺灣，當農民開始大量移往都

市討生活時，政府並沒有相對積極的作為，或提出如日本「集團就職」那

般，從招募、選拔、移動到生活照顧等各層面的因應政策或配套措施。根

據資料顯示，這段時間約有60%左右的農村青少年，是依靠親戚、朋友提供

消息或幫助才得以在都市找到工作；而約有18%的人則是利用大眾傳媒，也

就是報紙或廣播電臺的徵人廣告而來到都市覓職；而透過政府的就業輔導

中心，亦即等同於前述日本的職業介紹機構之輔導媒合得以就業者，則是

少到僅有4%（范珍輝　1974：8－30）。

  對臺灣人而言，「集體就業」（集團就職）的功能性、便利性與成效

應該都令人稱羨，但這種活動或類似舉措，幾乎不曾在當時的臺灣出現。

因此，前述〈拜託月亮找頭路〉、〈田庄兄哥〉或著名的〈孤女的願望〉

等歌曲中的臺灣人，都是孤身一人或幾位友伴相約，懷抱著不安甚至被欺

騙的危險，一路跌跌撞撞地抵達都市。這些農村的青少年心中之所以充滿

著不安惶恐，乃是因為他們在前往都市之前，幾乎都無法確定自己的工作

何在，應該要到何處覓職，而遭遇困難時又能找誰幫忙或倚靠誰。也因此

在國民黨政府的無作為之下，臺灣農村的青少年如同盲流般大量湧進看似

「充滿機會」的都市，卻必須面臨自生自滅的困境。

由於沒有媒合作業及有效率的職業介紹機構，大部分的臺灣農村青少

年都是在抵達都市後，才開始透過大眾傳媒的徵人啟事或民間介紹所尋覓

8 有關這方面請參考（小川利夫　1967；新井巌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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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因此在相關配套作業不周的狀況下，便會出現許多在家鄉失業的農

村青年，擔憂到都市後找不到工作，而對於究竟是否該離鄉舉棋不定，或

者是抵達都市以後，真的落入了無所覓職而失業的困境。這些失業情況也

許僅是暫時，但卻著實成為一種社會現象，也成了臺灣版「望鄉歌謠」的

主要題材內容。事實上除了前述以女性為主角的〈拜託月亮找頭路〉外，

更多以男性為描寫對象的作品，其實都是在傾訴自己失業的處境。

例如〈出外無賺錢〉便是一首向家鄉的女友傾訴來到都市後，找不

著工作的作品。歌詞中敘述一位「惦在故鄉唷無前途，要去都市又驚無頭

路」的年輕人，在下定決心來到都市後，卻「為著生活每日心茫茫，不惜

一切艱苦打拼亂亂撞。想要來做著生理又擱無本做袂起，讓我真失望」的

心情。這首充滿挫折感的作品翻唱自〈ご機嫌さんよ達者かね〉（〈好久

不見，你好嗎〉，詞：高野公男［1930－1956］，曲：船村徹［1932－

2017］）。有趣的是，兩首曲子同樣都是透過離鄉者和親人之間的通信來

互道現況，但原曲的主角是一位正在海上打拚的行船人，臺灣版卻把這位

在職者翻改為「出外無賺錢」的落魄人。

1 9 5 0－1 9 6 0年代類似〈出外無賺錢〉這種透過在地化手續，描寫前

往都市後為了尋覓工作、無依無靠「亂亂撞」，最後依然失業的作品相當

多，例如〈無頭路〉便是最直接的案例。這首歌曲從曲名到歌詞內容，皆

在表達在都市四處碰壁、找無頭路的窘境：

無頭路

詞：呂敏郎(1935-2017)，演唱：呂敏郎、李文龍，1964年

無頭路無頭路 趖來趖去無頭路

南平行來到北平 也是無頭路

東平行來到西平 猶原也是無頭路

有路嗎著愛行 無路嗎著愛行

行來行去心糟糟 猶原也是無頭路

［⋯⋯］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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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行一直行 行甲無路嗎著行

南部行來到北部 也是無頭路

艋舺行到太平通 猶原也是無頭路

有路行甲無路 無路嗎著愛行

穿來穿去無頭路 猶原也是無頭路

（無頭路無頭路 趖來趖去無頭路）

臺、日政府面對這場社會重大變遷，其態度和措施的不同，使得臺、

日的「望鄉歌謠」出現了一些根本上的差異。日本歌曲中的主角，基本上

是在有確定的職業保障下，懷抱夢想前往都市工作，於是自然會出現一些

快樂、興奮、喧囂、充滿光明希望的作品。而對於臺灣歌曲中的人物來

說，離鄉出外到都市工作，經常是孤獨自力的個人行為，那麼必然會有謀

職、待業、失業的故事情節出現；其經常成為天涯淪落人，在前途充滿著

不確定性之下，往往陷入愁雲慘霧的情境中。

因為結構性環境的不同，臺、日雙方所「共有」的社會寫實，往往僅

是圍繞在離鄉出外工作時一些基本的共通議題。至於為何必須離鄉、如何

前往都市、在都市遭遇什麼、結局為何？雙方則擁有不同的答案。

在同樣的離鄉、不同的衝撃下，就如同鈴木明的調査結果所顯示，

臺、日雙方認為足以代表自身處境和記憶的「望鄉歌謠」，自然不會一

致。因為在日本被認為具代表性的〈ああ上野駅〉、〈哀愁列車〉，這種

標榜「集團就職」特色的內容情節，對於當時的臺灣人來說是天方夜譚，

並不符合臺灣的社會情境和集體經驗。而類似〈拜託月亮找頭路〉、〈出

外無賺錢〉、〈無頭路〉中描述孤身一人來到都市，卻尋覓不到職業的遭

遇和挫折之歌曲，在日本則相當少見。

以這個角度來說，移住到都市時挫敗感的強弱多寡，其實就是臺、日

「望鄉歌謠」差異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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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農村崩壞・階級幽閉・社會邊緣人

（一）農村崩壞和階級幽閉下的產物

如前所述，臺、日「望鄉歌謠」差異的分水嶺，在於移住到都市時

挫敗感的強弱多寡。而如果我們比較同時期臺、日的經濟成長率和失業率

（如圖1、圖2），便會發現〈拜託月亮找頭路〉、〈出外無賺錢〉、〈無

頭路〉中所傾訴的，抵達都市後因失業而挫折的處境，並未偏離事實。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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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圖表係依據行政院主計處所編的《國民所得》、《物價統計月報》、《薪津及
生產力月報》，財政部統計處所編的《進出口貿易統計月報》、中央銀行經濟研究
處所編的《金融統計月報》、中華民國統計資料網、內政部戶政司人口統計、日本
總務省統計局等資料，經計算整理後由論者繪製。

在1950－1970年代這段期間，臺、日的經濟成長率雖然互有消長，但

整體來說，兩者均是成長多於衰退。然而伴隨好景氣的來臨，日本從韓戰

爆發後的1955年開始，失業率一直維持在低水平；但擁有大量美援支助的

臺灣，卻在1966年之前，都處在3%到4.3%之間的高失業率困境。在1964年

之前臺灣的失業率，並沒有隨著景氣的好轉而降低，其不但遠高於同時期

的日本且一直居高不下，要到1967年之後才開始維持在3%之下。

雖然同樣受到韓戰爆發的影響，日本在1957年左右經濟便開始好轉，

但是臺灣則要到1964年之後才有比較明顯的變化。而相較於日本的經濟成

長率越高、失業率便越低，臺灣的經濟成長則並沒有明顯投射在失業率的改

善上。這些現象告訴我們，臺灣版「望鄉歌謠」中不斷強調貧困、失業、

不得已離鄉的原因，似乎不僅是在於政府面對這場人口移動時態度的積極

與否，也在於1950－1960年代臺、日的經濟情況和基礎體質之間的差異。

事實上，日本早在1920年代便由農業經濟型態步入工業經濟型態，其

工業化的發展進程比臺灣快了近半世紀。因此在1 9 5 0－1 9 6 0年代，臺、

日雖然都發生農村人口移動現象，但日本農村的年輕人之所以會被認為是

「金雞蛋」，乃是因為其背後有神武景氣、岩戶景氣所帶動的經濟成長，

作為人力需求的基礎。當時日本農村人口移動的主因，在於都會區工業地

帶製造業的發展；高度經濟成長和人口移動之間，存在著相輔相成的良性

結構。

相對於此，在1965年高雄加工出口區成立，也就是臺灣經濟型態由農

業轉為工業之前，臺灣社會欠缺資本和工業化條件，類似日本般的都會區

工業地帶之製造業的發展尚未成氣候。而由於高度經濟成長和人口移動之

間，並沒有一個良性結構作為支撐，因此臺灣的都市並未作好容納這些大

量農民的準備，同時也沒有能力提供農民大量且適當的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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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工業化、都市化尚未成形之際，為什麼農民會像飛蛾撲火般地

流向都市呢？要理解這些問題，戰後初期臺灣農村的土地改革，以及國民

黨政府的族群治理政策是一個有效的管道。

戰後初期為滿足糧食需求，國民黨政府陸續實施「田賦徵實」、「隨

賦徵購」、「帶徵公學糧」，使得地主的負擔加重，地主將負擔轉嫁農民身

上，造成業佃關係惡化。為了穩定農村秩序，防止農村赤化，並且強化在

臺統治基礎，國民黨政府進行了一連串的農業土地改革政策。這些包括了

1949年三七五減租、1951年公地放領以及1953年耕者有其田的土改，雖然

改善了一部分的農業問題，卻也引致農村的快速荒廢（劉志偉、柯志明　

2002：107－180；黃樹仁　2002：195－248；陳兆勇　2011：21－273）。

三七五減租實施後，農家負擔的租稅確實降低了不少。但由於三七五

減租前後許多地主大量拋售土地，其結果造成農地價格的暴跌與農地移轉

的增加，拋售土地的結果導致土地的零碎化和農民耕地面積的縮小，影響

農場的技術以及配置的效率，進而降低了農場的經營效率。再者，受到耕

地面積縮小的連鎖效應所致，包括自耕、半自耕及佃耕這三種農家在內的

所有農民，其支配所得反而大幅下滑（葉淑貞　2017：81－84）。

三七五減租讓地主的所得減少，而地主為了應付這個困境，只好收回

土地自耕，或是雇用農業勞工來耕作。而受到耕作機會以及可耕之農地均

減少之故，佃農之生活水準並沒有提高很多。事實上，三七五減租後負債

的佃農比率，反而自18.7%升到20.2%（王宏仁　1999：23）。

1 9 5 1年的改革則是公地放領。在1 9 4 7年時，政府擁有全臺可耕地的

比例超過20%，其大部分是沒收日產而來；從1949到1953年，政府賣出了

34.7% 的公有地，但總體來說公地放領的規模並不大，相較而言，對於農

家或臺灣社會的影響較為有限。

而對農村造成巨大衝撃的，應屬於耕者有其田政策。耕者有其田這個

政策實施後，雖讓臺灣的自耕農戶增加，佃農戶數減少，然而佃農在轉換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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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耕農時，必須先償還十年的貸款以及負擔全部水租和土地稅，這使得

原本便貧困的佃農，其財務負擔更加沉重（鄧文儀　1955：380－381；王

宏仁　1999：23）。在耕者有其田政策中，受到最大打撃的是中小地主。

三七五減租實施前，農地便因大量被拋售而價格暴跌。因此，耕者有其田

實施後，這些原本僅依賴收租來維生的中小地主在土地被徵收之後，生活

頓時陷入困境，其收入甚至可能低於大佃農。為此，許多地主在一連串農

村土地改革下，只好賣掉土地不再經營農業，而這個結果也造成原本這些

農地工作者的失業（張炎憲　2000：323）9。

根據統計，1950年代的臺灣有70%以上的農家背負債務，加上戰後臺灣

的嬰兒潮讓農村的人口劇增，那些即使投入所有人力都無法單靠農事維生

的農戶，除了讓人力離開農村前往都市從事非農的勞動外，別無生存之道

（王宏仁　1999：24）。

農村的荒廢和離農問題，影響了臺灣的職業結構。1951年臺灣的勞工

人口為73萬7千人，至1960年已達到122萬2千人，這急遽增加的近50萬名勞

工，多數是農民及其子女(ibid.)。到了1961年時，農業部門裡頭約有100萬

的剩餘人力，這相當於整個農業人口的44%（劉進慶　1992：353）。而這

些無法以農維生的人力，便只好像〈田庄兄哥〉歌詞中不斷出現的「趁著

機會」，換言之，在美援的經濟效應開始發酵、就業機會逐漸增加之際，

移動到都市轉行做勞工以解決貧困問題。

歷經一連串的農地改革，臺灣的職業結構產生變化，連帶也影響了臺

灣社會的階級構成。然而，這個新的階級結構有定型化族群化的傾向。

由於戰後初期來臺的新住民其職業集中在公務人員或教師，而臺灣的

農民當中，本省族群佔了總數人口的98.4%；外省族群則連2%都不到（王甫

昌　2003：149）。因此這波社會變遷下移動的青少年，幾乎都是舊住民。

9 為此，1 9 5 0至1 9 5 1年政務委員蔡培火曾向政府急呼：「小地主自三七五減租
後」、「經商困難又無田可自耕，生活極為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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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此次遷移的背後實有其族群性。1 9 4 9年政府來臺後，認為有義

務要照顧這些跟隨他們一同渡海的外省人，因此公家機關便成為這些人的

就職「避難」場所。在高失業率的時代，這些公務員或國營機關人員的薪

水，包括現金工資、房屋津貼或宿舍、米、鹽、食材配給等實物工資，其

待遇相較於農民、勞工穩定（王宏仁　1999：15－16）。

不僅如此，由於這些以服務公家機關居多的外省人，其下一代接受

教育的成本較低、加上政府又提供各種就學優待，因此，其受教育的意願

和機會均偏高，階級向上移動的機率也隨之提升（吳乃德　1 9 9 7：1 0－

19）。相對於此，以本省人為主的這些小地主與佃農，因為收入不足以養

家餬口，加上在農家等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中，小孩又經常是協助家務或

農事的重要人力來源；因此，送一位孩子去受教育便意味著農民家中就少

了一位幫手。在原本接受教育的成本便較高，且經濟普遍貧困的狀況下，

農家子女甚難有機會得以接受較高的教育。

基於這些原因，在1950年代許多農村的青年在中、小學畢業後，往往

便被迫放棄就學機會，其不是留在故鄉幫助家業便是到都市去尋找生機。

而在重男輕女觀念根深蒂固的農村，許多家庭甚至是以犧牲家中女孩的教

育機會為代價，讓其他兄弟們去上學，這些女性要改善自身階級地位的機

會更加低落。

接受教育是改變自身階級所屬的一個手段，但這個手段對於當時的本

省人卻有封閉隔絕的現象。而造成階級流動封閉的原因，明顯是政府的政

策使然。

具體地說，戰後國民黨政府不但對於軍公教人員家庭進行了許多優遇

或補貼措施，更為外省人量身訂做了許多不合理的考試制度。例如1950年

前後公務員考試制度的設計、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辦法的制定、社會福利制

度等，均明顯獨厚外省族群、排斥本省人（許雪姬　2015：146）。受到

這些制度的框限，一般的農家子弟縱使擁有高學歷或具備良好學識，也都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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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成為公務人員。在差別待遇的人事制度下，歷經土地改革後貧困無學

的自耕農、佃農或小地主，其職業轉型的選項往往只侷限在勞工，除了到

都市做工討生活之外，其階級流動的可能性並不高（王宏仁　1999：24－

25）。

必須注意的是，在族群和職業人口比例極端化之下，1 9 5 0年代被迫

離開農村前往都市者，幾乎都是中南部的本省農民。這意味著在以族群作

為國家資源分配導向政策下，1950年代臺灣的社會階級和職業只有小部分

流動重塑，而整體上卻有固定化的傾向。在族群幾乎成為各階層原初條件

(initial conditions)的社會情境下，這場大規模的人口移動所帶來的衝撃，便

不會波及外省族群(ibid.: 4)。

總之，有別於日本的農村人口移動是一個立足在工業化基礎上，繼而

受到韓戰效應所引發的高度經濟成長現象；相對來說，臺灣農村人口的移

動則缺乏工業化基礎作為支撐，其是美援的經濟效應和農村崩壞和階級流

動封閉化下的產物；其具有明顯的族群性。

（二）社會邊緣人的情感結構

臺、日在同一時期發生了類同的社會變遷。但由於兩地的工業化進

程，也就是經濟環境條件有著明顯差距，農民離鄉的背景、動機及目的也

都不同；加上國民黨政府針對這個人口移動未有積極作為，或者提出有效

的配套措施。因此，離農前往都市去（找尋）工作，必然是一條充滿荊棘

和苦難的道路。

在美援的助力下，臺灣於1953年展開第一個四年經濟建設計劃，1960

年代臺灣的經濟逐漸好轉，就業機會也開始增加。但在配套與媒合作業不

周的狀況下，離鄉者在覓得職業，並進入工作狀態之前，經常要在人生地

不熟的都市裡度過一段長短難料的失業期，而此間的不安定感和無所依

靠，往往讓這些青少年誤入歧途。事實上，1950年代雖然有大量的農民流

入城市，但當中約50%的人口在都市只能從事攤販業、理髮業、雜技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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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受僱為幫傭、清潔工等臨時性工作。流入都會中至少有25萬名的本省民

眾，被迫過著不安定、顛沛流離的生活(ibid.: 29)。10 

在缺乏相關單位的系列媒合措施下，1 9 5 0－1 9 6 0年代到都市覓職的

農村青少年當中，除了親戚友人、政府職業介紹所、電臺或報紙的徵人廣

告之外，所能倚賴的媒介大概就是民間的職業介紹所了。只是當時大量出

現的民間職業介紹所，其素質卻是良莠不齊，而政府對於這些經常藏污納

垢的職業介紹所並沒有完善的管理辨法，因此詐取職業介紹費、欺騙女性

進入性產業等劣行或犯罪事件層出不窮。關於抵達都市後被職業介紹所欺

騙，而淪落煙花界的紛爭或犯罪事件，在當時的報章上不時出現，而這些

悲劇還經常成為當時通俗小說的題材，甚至是臺北市議會的質詢議題（范

珍輝　1974：8－30）。11 

這些貧困、失業、無助、漂泊失序的離鄉者，在都市中往往淪為社會

邊緣人。所謂的「社會邊緣人」(outlaw)通常是指：長期缺乏正當職業或從

事非法工作，居無定所而被人忽視、遺忘，社會中非主流的群體之統稱。

在本論文中，則主要指涉那些在1950－1960年代離開故鄉前往都市，卻找

不到工作流落街頭，終而成為失聯人口或淪落風塵的人群。

  社會邊緣人一直被認為是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源。貧困、求職不順或失

業，必然致使人們對於社會感到不公、疏離，進而導致犯罪、賣春等脫序

行為產生。事實上除了「望鄉歌謠」之外，1960年代的臺語流行歌曲中，

便出現許多以家庭離散或女性成為酒家女等主題的歌曲，一定程度投映出

當時許多臺灣人淪為社會邊緣人的狀態。

  日治時期有關「閨怨」的歌曲，佔了臺語流行歌曲的大部分。這類

10 這些工作的性質和內容，從活躍於當時的歌手郭大誠的歌曲主題所涉及的有關
行業中，例如理髪師、總舖師、裁縫師、補雨傘、打拳頭賣膏藥可窺之一斑。

11 〈職業介紹〉〉剝削失業者╱  市議員請政府管理〉為標題的相關報導如下：
「臺北市議員葉生地，一日在市議會大會市政總詢問時曾要求市府管理民營職
業介紹所，並嚴格規定收費標準，以消弭變相的剝削。他說：最近臺北市民營
的職業介紹所，如雨後春筍般相繼成立。」（作者不詳　1954/07/02）。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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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雖然盛行一時，但到了戰後便幾乎消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泣訴女性

因家境貧困被人所騙、淪落歡場等充滿哀愁悲苦的作品。而伴隨「望鄉歌

謠」的興盛，酒／舞女系列的歌曲如〈酒家女〉、〈可憐的酒家女〉、

〈誰人要墜落〉、〈酒女夢〉、〈酒女心聲〉、〈為著十萬元〉、〈舞女

中的舞女〉、〈酒女哀怨〉、〈癡情的舞女〉、〈酒女為誰人〉、〈酒女

悲歌〉、〈酒女悲情〉、〈痛苦誰人知〉、〈找無有心人〉等大量出現於

臺灣社會，成為當時臺語流行歌的重要主題之一。 12

由於統計資料極不完整，我們無法掌握1950－1960年代臺灣從事性產

業者的精確人數，但若以公娼統計資料作為參考，我們不難想像在臺灣工

業化、都市化發展過程中，色情行業從事人口是如何快速成長的。

在1960年時，全臺灣接受健康檢查的妓女才1700多人，但到1964年時

卻增加到近7000人；而兩年後的1966年居然爆增至4,1000人。伴隨著娼妓

人數的快速增加，臺灣的公娼妓女戶數也自1957年起逐年增長，到1967年

達致最高峰（瞿海源　1991：512）。由這些性產業成長的相關資料來看，

1950－1960年代有關酒／舞女系列歌曲的大量出現，和臺灣社會的發展情

境呈現著疊映關係。

就像〈酒女心聲〉、〈找無有心人〉、〈酒女悲歌〉、〈酒女為誰

人〉、〈酒女中的酒女〉中所傾訴的，女性進入性產業的主要原因經常是

經濟問題。正如〈痛苦誰人知〉中所吐露的：自己從小「無爸無母跟著小

弟過日子」，因此想要來都市賺錢過活，但在這個「害人的都市」卻遇著

惡魔而被騙去當酒家女；或是如〈可憐的酒家女〉中所怨嘆的，自己因

「環境來所害」才淪落為酒家女。這些女性的淪落均和都市化、工業化有

12 戰後臺語流行歌曲當然不是只有翻唱自日本歌曲，包括印尼等東南亞地區或世
界各地的歌曲都曾經是翻唱對象，其來源非常複雜。例如文夏的〈採檳榔〉原
曲來自中國上海；紀露霞的〈鐵血柔情〉翻唱自美國貓王(El v i s  Pr e s l e y,  1935-
1977)；〈飲淡薄〉則是義大利歌曲（石計生　2011）。但是若以翻唱自日本和
日本以外國家的歌曲數量相比較，前者要比後者多出非常多。而在主題上，社會
邊緣人深入臺灣社會脈絡，其傳承或受喜愛的程度也明顯比前述歌曲要來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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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根據當時官方調查，一些娼妓在從事賣淫前的職業，絕大部份均是幫

傭、女工、店員、家務，以及無職業等。這些人很明顯的多是未能進入正

式的生產或服務部門，或是進入那些勞力市場後又轉出來的(ibid.: 533)。而

這個調査結果和1960年代臺灣社會變遷相吻合。 

事實上，關於酒家女的作品在這個年代非常多，1950－1960年代著名

的通俗小說作家金杏枝，其處女作《酒家女》（1956年）、《酒家女：下

集》（1958年）便是以淪落女性的悲運為主題。《酒家女》描寫的便是18

歲的杏枝因家境貧苦，被養母強迫下海當陪酒女郎的故事。而這一連串的

《酒家女》系列作品，和當時臺語流行歌曲相呼應，一定程度表露出當時

臺灣的社會氛圍。

除了傾訴女性悲哀的酒家女系列歌曲之外，1 9 6 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

中也出現許多日治時期少見的、描寫家庭離散悲劇的作品，如：〈慈母淚

痕〉（紀露霞）、〈爸爸叨位去〉（尤美、素玉、鶯亮）、〈媽媽叨位

去〉（陳芬蘭）、〈孤女悲歌〉（文鶯）、〈港邊的孤兒〉（陳芬蘭）、

〈媽媽您有塊想我無〉（文鶯）等。這些歌曲的共通情節若非子女與父母

失聯，便是一些貧窮且失去家庭庇護的孤兒、孤女，必須離開故鄉來到都

市，在無所依靠的困境下最後淪為社會邊緣人。

貧童或孤兒來到都市後與父母離散、失聯等歌詞，或許有部分可能失

真；但縱使如此，這類滿載著家庭離散或被遺棄意象的歌曲，和同時期離

開親人隻身來都市後陷入惴惴不安、茫然無助困境的年輕人之心情，卻可

彼此輝映互為文本，成為描繪自畫像時的好材料。

事實上，在1950年代前後，淪落風塵或與家族離散的歌曲也存在於日

本，只不過這些歌曲通常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引發的社會失序、貧困都有

密切的關係。13而進入高度經濟成長期後，日本流行歌曲中雖也存在一些描

13 戰後初期的日本出現了，如〈星の流れに〉（菊池章子［1 9 2 4－2 0 0 2］），
1 9 4 7）、〈岸壁の母〉（二葉百合子，1 9 5 4）、〈私は街の子〉（美空ひば
り［1937－1989］，1951）、〈東京花売り娘〉（岡晴夫［1916－1970］，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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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挫折落魄的作品，但其社會邊緣人的形象則不如臺灣般強烈。在不同的

經濟發展條件和社會氛圍底下，臺、日「望鄉歌謠」對於以社會邊緣人為

題材之作品的需求和喜好程度，顯然有所不同。日本的「望鄉歌謠」和社

會邊緣人之間的關係並不明顯，但在臺灣兩者則緊密地勾連成一體。這是

臺、日「望鄉歌謠」的關鍵差異所在。

由於日本的「望鄉歌謠」缺乏描述社會邊緣人的作品，因此為了彌

補翻唱同類歌曲時，無法充分表達內心世界之闕漏，臺灣人在生產屬於自

己的「望鄉歌謠」時，便必須進行歌曲的篩選，淘汰一些不適合臺灣現況

的作品。此外，它也必須要拓展曲源，在翻唱歌曲的對象、範圍上外溢擴

大。具體來說，若是臺、日雙方同時共有的社會寫實，或是與社會邊緣人

關係較為薄弱的歌曲，便經常透過同類歌曲間的翻唱方式來生產，如〈媽

媽請你也保重〉便是典型案例。

但若是與社會邊緣人關係密切的主題，或是臺灣獨有的社會現象，便

會透過一些外溢翻唱的手段，以脫胎換骨的方式進行改造。事實上，前述

〈拜託月亮找頭路〉、〈出外無賺錢〉、〈無頭路〉等有關失業、挫折、

流浪漂泊的作品，以及家庭離散、淪落為酒家／舞女的作品，幾乎都是以

這種翻唱方式來完成。甚至其中〈可憐的酒家女〉、〈慈母淚痕〉、〈無

頭路〉的原曲，都還是具有濃厚軍國主義色彩的作品。

〈慈母淚痕〉之原曲為〈九段の母〉（曲：能代八郎［ 1 9 0 0－

1 9 4 4］，詞：石松秋二［1 9 0 7－1 9 4 5］），歌詞描寫一位住在鄉下的年

邁母親，為了參拜因戰爭殉職被祭祀於靖國神社中的兒子，拄著拐杖單獨

前往東京，但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才得以如願。這

首充滿母子親情卻又具有濃厚軍國主義色彩的歌曲，發表時間正是戰火熾

烈的1 9 3 9年。〈九段の母〉在戰後臺灣，則被翻寫成一位悲傷的母親赴

1946）等，以描述家庭離散、賣春或兒童在街頭販賣煙草、花束、擦靴為主題
的作品。然而日本的這些歌曲出現的時間在1940年代末，其悲劇的背景或起因
大都和戰爭有關。這和臺灣的這類歌曲在出現時間和背景上有相當程度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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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尋找離鄉出外、久已失聯子女的歌曲。而〈無頭路〉的原曲是1 9 4 1

年V I C T O R東京中央放送局選奬的國民歌謠〈歩く歌〉（詞：高村光太郎

［1883－1956］，曲：飯田信夫［1903－1991］），是一首典型的軍歌，

但原曲中勇敢步行向前進的趣旨，卻被改成到處走動卻找不到工作的「望

鄉歌謠」。此外，〈可憐的酒家女〉原本是日華親善國策下以中國為背景

的愛情歌曲，然而這首宣揚軍國主義的歌曲，卻被改為一首描寫悲傷、深

陷情海而無可救藥的酒家女之作品。

臺灣版的「望鄉歌謠」對於翻改社會邊緣人主題的積極態度，幾乎

可說到了「飢不擇食」的程度。而這種有很多話要表達的怨念和欲求暗示

著，在1950－1960年代的本省人之間，普遍潛藏著一種和社會邊緣人有關

的情感結構。

「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這個概念是由英國學者雷蒙．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所提出，其主要是指在特殊地點和時間裡，

社會將呈現出一種具有生活特質的感覺，或針對特殊活動的感覺方法，並

將這種感覺結合成一種「思考和生活的方式」。換言之，一個社會在同一

時代背景中，大致可歸納出一些唯有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才能真正掌握

的文化氛圍和集體情緒、認同。而一個社會的情感認同，通常可從那個時

代的文藝作品中找到蛛絲馬跡，同時情感結構也會反映在一些文化工業製

品上(Pred　2002：92－96；趙一凡　2007：433－436）。14 

而如果我們想進一步理解1950－1960年代，潛藏在許多本省人心中的

這種情感結構，「股旅物」(matatabi mono)應是一個有效的管道。因為，

「股旅物」這個日本文藝，即是臺灣版「望鄉歌謠」經常外溢翻唱的對象。

14 情感結構通常體現在官方意識和民眾實際體驗發生衝突的領域，而隨著時代的
轉變，這些凝結出的認同也會變遷、流動。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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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同為天涯淪落人的「股旅演歌」

（一）「股旅物」和社會邊緣人

所謂「股旅物」是在1920年代由長谷川伸(1884-1963)所創造。其最

初以傳統小說的形式推出，由於廣受歡迎故經常以電影、話劇、歌謠等不

同形式呈現。而雖然演出形態不同，但這些電影、話劇、歌謠往往附屬於

原創小說，其內容都有共同性。因此無論是以聽覺、視覺或閱讀的形態呈

現，作為「股旅物」其在內容或情節營造上，都具有一些共通特徵。

具體地說，這些股旅物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江戶中末期，因日本農村以

及階級制度開始崩壞，而被故鄉遺棄、流落他鄉的俠客賭徒、無賴漢、流

氓，其中登場之人、時、地、物往往都被認為實際存在於日本。為此，其

經常被視為是極似稗史的事物（長尾直　1974：4）。

股旅物的誕生與大正時期日本大眾文化的興盛有一定關聯。從1930年

代迄今，股旅演歌始終是日本流行歌曲中的一個種類。而由同一作品時常

在不同時期由不同電影公司、演員進行重複拍攝或演唱，我們便不難窺知

股旅物長時間風靡日本的程度（佐藤忠男　1978）。

「股旅物」這個名詞對臺灣人很陌生，但在戰後許多與「股旅物」

相關的歌曲亦即「股旅演歌」，其實臺灣人都耳熟能詳。舉例來說，膾炙

人口的〈孤女的願望〉（〈花笠道中〉）以及〈彼個小姑娘〉（〈潮来

笠〉），其原曲便都是不折不扣的股旅演歌。此外，1960年代還有像〈沓

掛時次郎〉、〈八州喧嘩笠〉、〈伊豆的佐太郎〉、〈磯ぶし源太〉、

〈伊豆の佐太郎〉、〈旅姿三人男〉、〈名月赤城山〉、〈木曽ぶし三度

笠〉、〈喧嘩富士〉等為數不少的股旅歌曲，也都曾被翻唱成「望鄉歌

謠」而流傳於臺灣。

然而，究竟是什麼文化情境或社會現象，使得股旅演歌會被翻唱成

「望鄉歌謠」？臺灣人在高度經濟成長期時的集體社會遭遇，與股旅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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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情節或精神有何融通之處？在解析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了解

股旅物在日本造成流行風潮的時代背景。

大正12年(1925)長谷川伸發表了《賭博傻子》（《ばくち馬鹿》）這部

小說，並將賭徒、流氓設定為主角。爾後在一連串的作品中，長谷川便一

直使用「股旅」這個字眼，來形容江戶末期踏入亡命世界、打架鬧事的法

外之徒，其雲遊四方、孤獨漂泊的處境。江戶時期日本農民原本在四民階

級（士農工商）的社會制度框架下，被束縛於農村土地上難以移動。然而

歷經幕末階級崩動、資本主義洗禮、以及之前一連串天災飢荒之後，農村

已不再是他們所能賴以維生的故鄉。因此這些農村的貧民，以及一些依附

在農村經濟活動下的武士階級，便只能離開故鄉、淪落為在城市暗處過活

的邊緣人(ibid.: 45-52)。長谷川伸在股旅物中便將這些人刻劃成：生活在江

戶末期的男性，具備孤獨、陰鬱、固執的性格特質，因為歷盡滄桑自知己

身背負著時代的荊棘，因此對社會充滿疏離感。

這些類似無業遊民者大多沒有學問，雖然淪為賭徒、流氓、無賴卻

勇於鋤強扶弱、充滿正義感，並有著溫柔善良且知恩圖報的心；其雖然身

為硬漢但卻因經常處於人情義理的夾縫中，而呈示柔弱的一面（森秀人　

1964：32－39）。也因此股旅物的主要精神與其説是在武打場面的描述，

不如説是在於人性的刻劃；對於一些販夫走卒們内心感傷的傾吐（佐藤忠

男　1978：229－244）。

股旅物的人物形塑方式和時代背景的鋪陳，與長谷川伸自身少年時期

因家境沒落而必須輟學勞動，又在遭遇家暴後離家出走等經歷有關。而股

旅物的誕生相當程度也反射出，大正時期日本社會真實而灰暗的一面。

日本社會在大正時期迅速都市化，許多新潮現代的事物流行於坊間，

進步、摩登、浪漫、大眾文化、民主成為後世對大正時期的既定印象。然

而在光鮮亮麗的文化盛世背後，經常被人忽視的是一場大規模的農村人口

外移也正在發生。不僅如此，日本製造業和礦業在G D P中所占比重，亦在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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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時期首度超越農業。這意味著日本在經濟型態上，正式由農業社會轉

變為工業社會。

與1 9 5 0－1 9 6 0年代的臺灣一樣，在都市化、工業化的重大變遷下，

1920年代的日本社會出現許多必須離開農村故鄉、失去土地的無產階級。

這些受到資方壓榨棲身於社會陰暗處，貧困而艱苦生活的人們，其實也正

是當時日本出版業所欲爭取的讀者大眾。而股旅物的出現，正好捕捉到這

些流落到都市之無產階級大眾的心。

股旅物雖然以江戶末期為背景，但其中作為「歷史」人物的那些社

會邊緣人的處境或人格特質—被故鄉遺棄而流浪日本各地，即使陰鬱孤

獨、疏離挫折且不善於言詞，但有其溫柔善良的一面—正好符應大正時

期無產階級大眾心中的感受。特別是股旅物當中刻劃沒落武士那種知恩圖

報，勇於鋤強扶弱但又以沉默為美德的形象，對於當時離開農村前往都市

工作者而言，可謂是理想的自我化身（森秀人　1964：32－39）。

由於掌握時代需求和歷史脈動，股旅物中的人物讓讀者在擬真與「非

虛構」的錯覺下產生親切感和說服力，且讓這些劇情和自己的處境得以相

互輝映。尤其是長谷川伸將這些社會邊緣人的境遇，提升為一種男性哀愁

的美學後，其不但能滿足廣大讀者的胃口，同時也彌補無產階級大眾來到

都市後的挫敗感和空虛感(ibid.: 32-35)。

  1920年代的臺灣身處日本殖民統治，在歷史的因緣際會下這些股旅物

無論是小說、電影或歌謠，也幾乎同步流傳至臺灣。雖然股旅演歌在臺灣

坊間並未特別造成風潮，但股旅小說則在臺灣觸發「大眾小說」的流行，

也成為臺灣知識分子在探究「文藝大眾化」此具有抗日色彩的文化議題

時，所經常參照或試圖模仿的對象。由於沒有明確的資料，因此我們無法

得知各種形態的股旅物，在臺灣精確的銷售數量，但透過當時臺灣知識分

子的論述，我們可以推測股旅物於臺灣具有一定的影響力。15 

15 日治時期著名的臺灣作家如楊逵(1906-1985)等，在思考如何讓臺灣的文學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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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代後期，日本軍國主義興起並引發了太平洋戰爭。在戰爭期

間，許多柔弱、嬌媚、頹廢、過度強調愛情或具西洋色彩的歌謠，不見容

於國策；此際，具有武士的陽剛氣息，甚至國家意識的股旅物則為日本政

府所歡迎。在符合時局的狀況下，1 9 4 0年代股旅物的風潮持續在日本燃

燒；而在臺灣，股旅物的人氣也依然歷久不衰。

（二）被陰柔化、悲傷化的股旅演歌

日治時期臺、日曾同步共有股旅物，但戰後臺灣脫離日本統治，隨著

政權的轉換以及國民黨政府「去日本化」之文化政策的實施，股旅物這個

流傳在臺灣的異國文藝，曾經消聲匿跡一段時日。

然而，195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復甦後，情況又有了轉變。在「望鄉歌

謠」風行臺灣之際，大量的股旅演歌都被臺語流行歌曲翻唱過，其中許多

作品被改造成「望鄉歌謠」。而這些源自股旅演歌的歌曲不僅在當時頗為

流行，有些直到現在都還是臺灣人耳熟能詳的共同記憶。

舉例來說，〈名月赤城山〉（1934，詞：矢島寵児，曲：菊地博，原

唱：東海林太郎［1898－1972］）堪稱是股旅演歌的鼻祖，這首歌於1960

年代在臺灣被翻唱成〈月下流浪兒〉（譯詞：林峰，翻唱：方瑞娥）。原

曲在去除了一些股旅相關的具體背景要素後，變成一首描寫流浪天涯、卻

依然重視義理人情之男兒心中苦悶的歌曲。歌詞中的主角雖然希望能在都

市成功後返回鄉里，卻因命運捉弄而無法達成心願，其流浪永無止盡。而

這一切的悲哀似是命中注定，在不知希望何在的茫然心境下，只能如孤鳥

般暗自低泣。

同樣發表於戰前的〈旅姿三人男〉（1 9 3 9，詞：宮本旅人［1 9 0 7－

1 9 8 2］，曲：鈴木哲夫，演唱：ディック・ミネ［1 9 0 8－1 9 9 1］），在相

隔二十年後也被翻寫為臺語歌曲〈男性的氣魄〉（詞：黃敏［1 9 2 7－

普及普羅大眾時，都曾論及股旅物和長谷川伸，甚至明言要模仿日本這些文藝
形態，作為臺灣「大眾文學」的參考（楊逵　2001：105-109）。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92

文化研究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012］，曲：呂金守［1935－2017］），其翻寫時同樣去除了日本歷史、

地理與人物之脈絡，只保留流浪「江湖世界」的情節。歌曲中的主角雖然

感嘆流浪生活，但又勉勵自己並非社會上唯一身陷這種處境的人。因此作

為一位男子漢，在流浪的世界中要忍耐，不要怨恨或相互輕蔑、與人衝

突；而重視仁義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大家應像一家人般的相互幫助，為著

前途努力。保留著股旅演歌的精髓，〈月下流浪兒〉、〈男性的氣魄〉中

均帶有些微的七桃人／𨑨迌人色彩。

而二戰前後經由不同公司、導演拍過八次以上的電影〈沓掛時次

郎〉，在  1960年代曾被橋幸夫以同名推出流行歌曲，爾後在臺灣則被改

名為〈流浪三兄妹〉為人所知。〈流浪三兄妹〉（譯詞：蜚聲）一定程度

沿襲著原曲〈沓掛時次郎〉（詞：佐伯孝夫［1902－1981］，曲：吉田正

［1921－1988］）中的「托孤」情節，描寫幼小的三兄妹因出身低下而必

須賣唱為生、流浪天涯。面對這種沒人同情而前途茫然的人生，他們只能

將「誰人會理解」的苦痛和諸多埋怨深藏心內。

   同為橋幸夫所唱的〈木曽ぶし三度笠〉（詞：佐伯孝夫，曲：吉田

正），則是以〈可憐彼個小姑娘〉（詞：文夏）之名在臺灣重新問世。歌

曲中描述主角思念離開自己的愛人，希望他能夠回到身邊。〈木曽ぶし三

度笠〉為了配合故事情節和地點，副歌中出現了日本長野縣的民謠〈木曽

ぶし〉之旋律；而相對於前述〈田庄兄哥〉中把東北的〈弥栄音頭〉翻唱

成月臺便當叫賣聲，〈可憐彼個小姑娘〉則把〈木曽ぶし〉處理成具臺灣

歌仔味道的勸世歌。歌詞勸導為人父母不要為貪圖金錢，出賣犠牲自己兒

女的幸福。在這巧妙的翻唱中，翻寫歌詞的文夏以社會寫實的手法，隱晦

地呼應了當時臺灣女性淪落為酒女甚至賣淫女的社會問題。

〈可憐彼個小姑娘〉的譯詞內容，很容易讓人和前述金杏枝的小說

《酒家女》―也就是家境貧苦的少女被養母強迫當酒家女的故事做聯

想。而這暗示了1950－1960年代因貧困而被迫墜入歡場問題的嚴重性，同

時也突顯了自清領時期以來一直存在臺灣社會的養女買賣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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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領臺灣後養女／童養媳習俗盛行。其原因除了傳統的子嗣繼承和重

男輕女觀念外，主要是為了解決漢人移民臺灣時，人口性別比率嚴重失調

所引起的成年男子婚娶困難、勞動力需求等問題。而原生家庭送養甚至販

賣女兒作為養女／童養媳的主要原因，多出於家庭貧窮而子女多。養女的

生活情況經常很悲慘，其經常遭遇虐待、逼良為娼、婚姻家庭糾紛、亂倫

等問題（陳惠雯　1999：50－53）。養女／童養媳習俗經日治時期的大盛

行後，在1950－1960年代依然以一定規模存在於臺灣民間。1950年代臺灣

的養女／童養媳占當時女性人口比例的3.41%及3.85%。而養女則成為賣淫

業者主要的人流來源之一，約每五位妓女當中便有一位的背景是養女。反

推後的保守估計，則大約每七至八位養女中，便有一位從事賣淫（謝康　

1970：17）。

〈可憐彼個小姑娘〉中處理〈木曽ぶし〉的方式，暗示我們歌曲中兩

位主角之所以不得不分離，可能即是親人因家境貧困而販賣自己的女兒。

針對這個長年的封建陋習，男主角既不敢於打破、鼓勵女主角違背父母之

意離家脫逃，卻又不忍愛人因屈從父母而離開自己、進入悲慘世界。換言

之，歌曲中的男主角其實是陷於究竟應維護愛情或遵從親情的夾縫當中，

這部分頗符合股旅物中常有身陷於人情義理，而必須在兩難中掙扎抉擇的

故事基調。

而翻唱自股旅演歌的「望鄉歌謠」中，堪稱最精彩成功的作品則非

1 9 5 9年〈孤女的願望〉（譯詞：葉俊麟，演唱：陳芬蘭）莫屬。〈孤女

的願望〉原曲是1 9 5 8年的〈花笠道中〉（曲、詞：米山正夫［1 9 1 2－

1985］，演唱：美空ひばり）。其原本是一首股旅物電影插曲，描述在晴

空、白雲、美麗花朵所構成的場景中，一位情竇初開的少女在經過小土地

公廟時，向土地公問路的心境。在幾乎都以男性掛帥的股旅演歌中，以女

性為主角的〈花笠道中〉顯得稀少、特別。

而〈花笠道中〉的譯詞者葉俊麟，則將原曲中的故事和場景做了澈底

翻轉，原曲中的少女變成了一位要離開父母，隻身前往都市、無依無靠的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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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與原曲相同，這位孤單的少女一再向路人問路，但她的目的並非是

去談戀愛，而是要犧牲自己的花樣年華和戀愛機會，前往都市的工廠擔任

女工。少女即使付出稍縱即逝的青春，也不在意辛勞或薪資的低廉，無怨

地接受並走向自力更生的人生路途。〈孤女的願望〉至今依然膾炙人口，

被認為是許多本省人的戰後經驗和記憶。

〈伊豆の佐太郎〉（詞：西条八十［1892－1970］，曲：上原げんと

［1914－1965］）則是戰後1964年的歌曲，改編成〈流浪到臺北〉（詞：

林合）後，主角成為一位立下大志、由鄉下到臺北的男兒。原以為到達臺

北後，未來將充滿希望，沒想到卻因命運的戲弄而一事無成，落得只能四

處流浪，遙聽著山邊飛雁的啼聲想到己身的悲慘遭遇，最後不堪落寞地滴

下眼涙。但是雖然悲傷，不過「為將來妳咱幸福，甲人有比評」，也就是

為了追求和別人一樣的幸福與將來，「我們」大家還是必須努力打拼工

作。譯詞當中的「遙聽著山邊飛雁的啼聲」令人想起〈赤城山の子守唄〉

（作詞：佐藤惣之助［1890－1942］，作曲：竹岡信幸［1907－1985］，

演唱：東海林太郎）等場景，是股旅物常出現的景觀。

很清楚地，許多股旅演歌在被改寫成「望鄉歌謠」時有明確的取捨。

其通常只保存原曲中特定的情節和意象，有關主角們的遭遇和神勇事蹟則

會消失無蹤。具體地說，在借用股旅演歌時，臺灣人會去除日本江戶時代

那些賭徒、流氓的角色身分，而保留原作中失學、疏離、漂泊、貧困，且

因為歷盡滄桑而陰鬱、孤獨、沉默不善言詞又陷入人情義理夾縫中的社會

邊緣人形象。而這些形象通常被挪用來強調1 9 5 0－1 9 6 0年代臺灣社會當

中，那些失業、流浪、無處傾訴只能把苦痛往肚裏呑，但卻又必須堅強、

相互扶持之無產階級悲苦感傷的處境。

而抽離出俠客、賭徒、流氓或沒落武士的典故後，原本股旅物中鋤強

扶弱、維護正義或打架鬧事的情節要素也必然被捨棄。因此整體而言，這

些臺灣版「望鄉歌謠」往往就是把股旅物中一些雖然已淪為賭徒、流氓、

無賴的沒落武士，其為了階級上的顔面而強裝出來的英雄氣質，亦即豪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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灑脫、硬漢拚鬥的情節抹滅，只保存其感傷的要素及天涯淪落人、也就是

社會邊緣人的形象。

也因為豪邁灑脫、硬漢情節的要素被陰柔化、悲傷化，這些翻改的歌

曲才得以突顯出1 9 5 0－1 9 6 0年代無力抵抗的本省人之樣貌處境，及其作

為弱勢族群的被支配性和悲劇性；而這樣的翻唱也才得以彌補借用日本版

「望鄉歌謠」來描繪臺灣人樣貌時，其不足或失真的部分。換言之，日本

版「望鄉歌謠」中的主角通常都只是「出外人」，這些角色缺乏「天涯淪

落人」的色彩。而臺灣版「望鄉歌謠」外溢翻唱自股旅演歌，其主要的意

義便在於借取「天涯淪落人」的形象，以刻劃一個等身大的「自我」。

（三）和他者「過去」重疊的「現在」

如前所述，股旅物具備稗史的色彩，股旅演歌乃循著股旅物的情節典

故所量身訂做的歌曲。在濃厚的「傳統」要素和時代框限下，股旅演歌屬

於日本的文藝特產，理應很難被模仿、翻譯或挪用。更何況股旅演歌以江

戶中末期的日本作為舞臺，「望鄉歌謠」描寫的是1950－1960年代臺灣的

社會變遷，兩者在時空背景上存有相當大的差異。

而兩種歌曲跨越時空，之所以得以融通挪用，其基礎顯然是在社會變

遷、時代氛圍下的人們，於處境情緒上的某些類似。股旅演歌的翻唱模式

其實便是抽離時空背景上的具體差異，繼而萃取出兩者間人物處境或情緒

上的近似處，將之轉化為臺灣版「望鄉歌謠」的寫實素材。而這種「異中

求同」、「借古喻今」的翻唱模式之所以有其妥適性，即意味著江戶末期

的日本社會與1950－1960年代的臺灣之間，隱含了一些時代特徵或情境氛

圍上的疊映關係。

1950－1960年代臺、日雖然共時歷經了高度經濟成長期，但兩者間存

在著許多重大差異；而我們若以跨越時空的觀點去思索，則不難發現股旅

物中所形塑的人物性格特徵和處境，對於高度經濟成長期下的臺灣社會而

言，確實似曾相識。江戶末期作為股旅物舞臺的日本，與1960年代臺灣社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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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處境相似的基礎，乃在於階級重構和農村崩壞。

日治時期，殖民政府雖然在臺灣推動現代化，進行了基本建設並建立

現代化制度，然而其在臺灣實施的，是以米、糖這些本土農業特產為主的

局部性工業化。因此當時臺灣雖然稱得上有部分工業，但多數仍是傳統式

手工業生產（劉鶯釧　1995）。換言之，日治時期的臺灣基本上是農業社

會，其不曾發生過如日本大正時期或朝鮮社會那般，激烈且頻繁的人口移

動（水野直樹、文京洙    2015：67－80）。16 

大正時期日本國內的工業急速發展，農村人口大量前往都市工作，但

當時殖民地臺灣的工業發展進程，與日本內地並不相同，大規模的人口移

動現象並未在臺灣發生。也因此，日本1950－1960年代的農村人口移動，

是繼江戶末期的大規模離鄉與明治初期、大正時期（1910年代後期）工業

化、都市化之後，業已歷經多次的社會變遷。相對於此，同一時期那種為

了謀生覓職，大規模、遠距離的城鄉遷移，在臺灣近代歷史中則堪稱是首

次經驗。若以這個角度來看，股旅物中日本江戶末期的人口移動現象，反

倒與1950－1960年代的臺灣之間存有足以相互疊映的交集。

而基於上述類同，這兩場社會變遷在不同時期的國度裡所造成的卻

是似曾相識的衝撃―因階級制度混亂或農村崩壞而引發社會失序、家庭

離散、貧困失學、人際失聯的現象，以及大量貧困漂泊的社會邊緣人之出

現。

具體地說，股旅物中社會邊緣人誕生的原因，乃是出自江戶幕府的政

權危機、農村和階級制度的崩壞；而戰後初期臺灣農村貧民之所以漂泊都

市，則是日本殖民政權結束、國民黨政府來臺之後，歷經二二八事件等社

16 日本統治下的朝鮮，由於農業條件基礎不足以及土地調查政策的失敗，讓原本
虛弱的農村瀕臨崩壞。加上戰爭期，大量的朝鮮農民必須離鄉背井跑到包括
滿州、日本甚至其他的海外各地，去從事苦難的勞動以維持生計。從「日韓併
合」前直至1945年，無論是貧農流民的自願渡航或所謂的強制徴召，光是日本
一地便有共計200萬以上的朝鮮人遷住從事勞動，其人口移動非常頻繁且激烈
（水野直樹、文京洙　2015：6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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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混亂、一連串土地改革及韓戰經濟效應之後，族群政治與階級重構下的

產物。在這兩場都和政權更迭、階級重構及農村崩壞有關的人口移動之背

後，受難最深的都是一些特定族群階級；在幕末的日本是農民和武士，在

1950－1960年代的臺灣則是本省人當中的農民。

其實臺灣的人口移動現象，早在高度經濟成長出現之前的1950年代，

便因農村經濟的崩壞，與政府以族群為社會資源分配考量的治理時已經出

現。在美援和韓戰特需所造成的好景氣，促使大量農村青年前往都市尋找

工作、進而流竄街頭之前，臺灣的離農現象業已發生，高度經濟成長只

是大量吸收了這些原本已存在的困苦農村剩餘人力（范珍輝　1974：8－

30）。17而這種農村崩壞的現象與1960年代的日本並不契合，但卻和股旅物

的舞臺背景較為類似。

由於缺乏政府的照料，戰後臺灣人口移動現象中經常出現的無依無

靠、單槍匹馬，或由年齡較大者領著幾位親友鄰居前往都市的場景，與股

旅物中經常出現的「一匹狼」或「托孤」（一個人照顧其他弱者）的流浪

方式相當接近。具體地說，股旅物中身處時代變動漩渦中的主角，大都是

沒落武士或農民等，這些人均屬於「遊手好閒」的無業者。而往昔這些失

去謀生機會和能力，有一餐沒一餐的日本人生活處境，不可能會出現在日

本版「望鄉歌謠」中，但卻是百年後臺灣人刻骨銘心的切身之痛。因此，

雖然是不同時空的借用，但臺、日社會邊緣人的處境卻明顯可相呼應。

換言之，即便時間上相距近百年，但股旅物中的人物和1950－1960年

代臺灣農村青少年，具有許多心情和處境上的共通點。特別是股旅物中的

人物大多拙於言詞表達、認命沉默，且不輕易顯露出自我想法，這種人物

性格的形塑對於當時的臺灣人而言，幾乎可謂當下自我化身的投影。

17 范珍輝(1974)認為依移民時間的前後來看：在1961年以前移居臺北市的為早期
移民，而在其後（約1961至1973年）移居的為晚期移民。前期以舉家遷移者居
多，具有投石問路的性質。後期的遷移則主要是個人；其遷移目的在於解決生
活的貧困。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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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二八事件中，臺灣慘遭國府軍隊清鄉、綏靖；爾後1949年遷臺的

國民黨政府，為防止共產黨滲透並且鞏固威權體制、剷除異己，持續在臺

灣實施戒嚴。為此，許多人因為批評政府或是持不同的政治意見，便遭受

整肅、迫害。在這段所謂白色恐怖的時期裡，濫捕、刑求、冤獄、冤死等

情事不斷發生，人民的生命財產及心靈遭受嚴重傷害。在動不動便有鄰居

親友失蹤、入獄甚至被處死的肅殺氣氛下，「遠離政治」、「保持沉默」

因此成為臺灣人明哲保身的生存之道。

另外，在戰後新的國語政策之下，農民、勞動階層所熟知的閩南語等

母語都被視為方言，其與日本語一樣是被禁止或排除的對象，難以在公眾

場合使用。在「失語」的困境下人們縱使有主張和想法，沉默自然成為不

得不的選擇。18因此，股旅演歌中主角的認命沉默、不輕易顯露出自我想法

的刻劃，對於戰後歷經二二八事件等政治苦難，又失去在公領域中表達主

張能力的本省人而言，乃是最貼切不過的自我寫照。

戰後臺灣的農民、勞動者在行動上無力反抗，在身心層面上則無依

無靠缺乏代言者，因此選擇保持沉默成為不得不具備的「美德」和生活

方式。這些被國家所拋棄的階層只能以自嘆命運不好的態度，去壓抑對

於政府及社會結構宰制的不滿和怨恨，將沉默、忍耐及認真工作視為「美

學」。而對這些背負著時代荊棘的世代而言，給予淪落至相同處境者一

些關懷，往往是弱者之間的義理人情、或是擬塑一個理想（現實中難以存

在）的自我化身，甚至是確認相互存在的方式。

當然，〈可憐彼個小姑娘〉中養女／媳這樣的封建陋習，能夠在「望

鄉歌謠」流行之際毫無違和地融入臺語流行歌曲中，成為臺灣社會的寫實

材料，這讓我們再次確認臺灣和日本相比，其在近代化發展上存在著後進

18 而這種「失語」的陰影也投射於文學世界中。戰後初期舊住民失去了熟悉的書
寫、表達工具，甚至必須從牙牙學語的階段重新開始。在文化霸權幾乎落於新
住民手中的情況下，連過去在日治時期頗為盛行的寫實主義文學，也幾乎消失
於臺灣文壇。在1970年代所謂的鄉土文學出現之前，臺灣農民、勞動者或庶民
的遭遇與心聲，幾乎無法透過文學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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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前所述，日本早在大正時期便已進入工業化的經濟形態，臺灣則是

在大量借用股旅演歌的1960年代，才開始脫離農業經濟邁向工業化。而不

管由工業化的進程或封建陋習的殘存狀態來看，這些信息都吐露出臺灣在

近代化上是落後於日本的。

雖然時空不同，但1 9 5 0－1 9 6 0年代臺灣社會的發展狀況，以及臺灣

人的處境和生活態度，與股旅物中的人物性格甚至時代背景，均有一定程

度的相似性。因此股旅演歌對於日本而言，已是描述「過去」的產物，但

是對身處於高度經濟成長期的臺灣人來說，這些有關社會失序、貧困、黑

暗、混亂以及人性掙扎和苦鬥的各種描繪，卻正好是可以借用來傾訴自身

「現在」遭遇的好材料。

而正是因為有這些後進性作為媒介的關係，日本江戶末期才得以和

1950－1960年代的臺灣水乳交融。在日本的「過去」和臺灣的「現在」得

以重疊的歷史情境之下，翻唱股旅演歌能夠彌補或縮小臺、日社會發展進

程的差距；進而讓臺灣版的「望鄉歌謠」能夠更貼近寫實、更富生命力。

而這種透過拼湊股旅演歌和日本版「望鄉歌謠」來重組臺灣人心聲的

翻唱方式，其實暗示著在韓戰和美援的共伴效應下，臺、日雖然同步走向

高度經濟成長之路，但戰後歷史在兩者身上刻劃下的痕跡卻大有不同。

六、結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臺灣經歷了一連串的政治動亂，整體社會陷

入既嚴酷又苦悶的氛圍。在這個高壓、閉塞甚至恐怖的時代中，1960年代

高速的經濟發展，一方面沖淡了戰後臺灣社會的緊張氣氛，同時又在工業

化、都市化的人口移動過程中製造出新的社會創傷。

具體地說，1960年代受到韓戰引發的經濟共伴效應之影響，臺、日同

時進入高度經濟成長期。但由於工業化和近代化的發展進程、戰後處境，

不同時空下的臺日天涯淪落人：1960年代臺語流行歌曲和社會邊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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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雙方政府對於此次社會變遷之配套措施不同，導致兩地的農村人口移

動現象，對社會造成的衝撃有很大的落差。相對於日本農村青年的離鄉，

使他們成為一個到都市圓夢的出外人，臺灣農人到都市的遷移，則往往隱

含著淪落到絕境的可能。

在複雜的政治、歷史、族群、階級問題交錯之下，臺灣民眾的遭遇和

心境經常籠罩愁雲慘霧。對於「社會邊緣人」感觸的濃淡強弱，便成為這

場臺、日人口移動及兩種「望鄉歌謠」之間的最大差異所在。這種因漂泊

不安、無依無靠所萌生出的集體焦慮和茫然無奈，不僅在許多本省人心中

醞釀出一種具社會邊緣人色彩的情感結構，同時也促成臺灣人在借用日本

版「望鄉歌謠」之外，還必須以外溢的方式去翻唱「股旅演歌」，以便來

吐露這種身為天涯淪落人之心情及處境。

臺灣版「望鄉歌謠」的數量甚多。在這些歌曲中，主角們除了不斷傾

訴「自己」漂泊到都市的辛酸之外，也不斷在追問或確認自己是誰，以及

應該要以什麼方式生活下去？而透過歌曲中多次的自問自答，其所編織而

成的便是戰後臺灣社會、經濟、文化與族群間的關係圖像。臺灣版「望鄉

歌謠」的曲源大多來自日本，但經過脫胎換骨的轉譯之後，歌詞所投射出

的卻是不折不扣的臺灣情境。

換言之，「望鄉歌謠」除了具有寫實報導的社會功能外，其本身也

堪稱是一種被創生而出的本土文化。在戰後國民黨政府「去日本化、再中

國化」的文化政策下， 19相對於臺灣知識分子面對官方高壓式的文化政策

要求，幾乎噤若寒蟬而束手無策；庶民文化中的草根臺灣人，卻以將自己

「再日本化」的方式進行回應。

1960年代末期，隨著農村人口遷移都市的退潮，「望鄉歌謠」也逐步

式微，但洋溢著日本味道的臺語流行歌曲並未因此消失。1970年代之後，

這種有關天涯淪落人的歌曲風格，由電視布袋戲的插曲承接而繼續流傳。

19 有關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的文化政策，可參考黃英哲(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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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戲和股旅物均以「遊俠」或人生挫敗者為主角，兩者都在描繪社會邊

緣人。20就臺灣社會的發展脈絡觀之，電視布袋戲的故事內容、人物形塑和

歌曲演繹，都與「望鄉歌謠」有著互文關係。

「望鄉歌謠」退潮後電視布袋戲的大流行，意味著臺語流行歌曲的型

態風格雖然有變，但這種和社會邊緣人有關的情感結構，依然潛藏在本省

庶民心中，成為一種彌補無產階級大眾在人生路途上挫敗、空虛的療癒媒

介。

「望鄉歌謠」所引發的風潮，不僅讓臺語流行歌曲在1960年代創造出

空前絕後的鼎盛期，甚至也將具有東洋色彩的唱腔據為己有。而再經過日

後布袋戲插曲等一波波傳遞，這種「再日本化」的聲音美學，也逐漸為臺

語流行歌曲奠定了精神特色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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